
地域文化是某一区域范围内由历史文化、民风民俗、
自然生态环境组合而成的文化整体。地域文化展览作为
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旨在通过汇聚特定地域的文物、实
物、图片等多种展览要素，深入揭示和阐释该地域独特的
历史文化底蕴。

地域文化展览主要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在地域
文化发源地的博物馆所举办的该地域文化展览。这类展
览通常具备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包括丰富的展品资源、
优越的展览场地、强大的官方和社会力量支持等。因此，
这类展览往往能够形成较大规模且内容丰富的展示体
系，通过基本陈列、常设专题展览等多种形式，全面而深
入地展现地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独特魅力。第
二类特指那些在该地域文化发源地之外的异地地域文化
主题展。此类展览往往以临时交流展的形式呈现。这类展
览尽管受制因素较多，仍然能以其独特性和差异性吸引
观众关注。本文对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三个福建地域
文化专题展的策展实践作一简要分析。

福建地域文化内涵与展览氛围烘托相结合

2023年 1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源·缘——
闽台艺术展”从戏曲、民艺及工艺美术、文学、书法、美术
等不同的方面，通过闽台艺术这一独特载体全面深入地
诠释了“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的思想主题。展览分为

“同宗同源 敦亲睦族”“海峡之音 合韵千年”“艺蕴天工
小康大同”“妙笔生花 写意中华”四个部分，分别对应了

“同宗、同音、同俗、同文”四条逐次递进的展览内容暗线。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独特的地理环境，这些因素对福建地域文化的形成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上，福建多次经历中原人口的入
迁，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明代末期，大量福建居民迁居台湾，福建与台湾合治为一
省。两岸居民在语言、服饰、风俗、饮食、居住、民艺等方面
都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
多元一体的特性。策展组根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建设目
标，对此交流展览进行了重新定位。通过对福建地域文化
内涵与两岸文化交流发展的梳理，总结出了展览要展现
的福建地域文化的两个核心内涵：一是两岸人文历史的
一脉相承，二是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基于这一认
识，策展组最终确定了“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的展览
核心主旨。

策展组选择了“同宗”这一暗线作为展览开篇主题，
序厅展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两件珍贵文物，一件
是 1988年初，台湾地区第一批返乡探亲团团长何文德所
穿的夹克衫，上书“想家”两个墨笔大字，透露出浓浓的
思乡之情。另一件则是他带回大陆的台湾泥土，象征着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文化共融的深厚情感。随后的展览
各单元主题，在“同宗”的基础上依次升华。戏曲艺术类
文物首先展现了“同音”的主题；民艺与工艺美术类展品
围绕当地生活风俗展开，展现了“同俗”的特色；而文学
作品、书法与绘画则深入呈现了“同文”的文化内涵。最
终，展览以儿童画作为结尾，为观众留下开放而深远思
考的空间。

在形式设计方面，展览融入了闽南建筑的经典元素
“红砖白石双坡曲，出砖入石燕尾脊”独有的建筑语言。展
厅在色调上采用闽南红砖色，石板色作为主色调，局部点
缀象征着海洋文化的蓝色，整个展厅营造出一种温暖而
悠远的氛围。背景音乐选择了厦门市南乐团表演的南音

《乡愁》与《阮兜红砖厝》两段极具闽南特色的戏曲片段。
余音绕梁，即便是对福建不熟悉的观众，在踏入展览的那
一刻，也仿佛瞬间置身于闽南浓厚的文化氛围之中，深刻
感受到福建地域文化那有别于北方的独特魅力与底蕴。
展览正是通过这种差异化的体验，尝试给观众留下深刻
的印象，并吸引观众继续深入参观。

福建地域文化外延与展品细节的突出呈现

2020年 8月至 12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中共福建省
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了“格物匠心——福建传统工艺”。展
览以福建博物院收藏的明清文物及近当代工艺美术作品
为主，打破了传统工艺美术展按时间或按门类展示的传
统方式，采用历史文化与当代工艺相结合的内容组织形
式。展览分为“错彩镂金”“艺蕴百态”“工致精巧”“千文万
华”“石以名志”“东方神韵”六个单元，展现了福建作为我
国工艺大省，工匠们将他们对生活的深刻体察与理解融
入作品中，工艺精髓世代传承。同时，这些蕴含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作品也承载了每个时代的精神，为后世所欣
赏与学习。

策展组通过对材料的梳理与研究，总结出福建地域
文化的外延在工艺美术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如建筑空间
与当地生活的关系、传统工艺的选材特色、传统艺术风格
的独特表现、民间信俗的丰富题材，以及对外交流的重要
因素等。策展组将地域文化与展品之间的关系作为不同
专题，应用于展览叙事结构之中。其中，以“艺蕴百态”单
元为例，该部分以福建多种多样的传统工艺形式为媒介，

其主旨在于展现中原移民为福建地区所带来的文化与技
艺，以及中原艺术风格与当地海洋性格相互交融所形成
的生活与艺术态度。而历代工匠们更是展现出巧妙的取
材智慧，利用材质的独特肌理，塑造出富有鲜明福建地域
文化张力的艺术作品。与中原传统相对豪放的艺术风格
相比，福建传统工艺以精雕细琢为特色。因此，展览有意
突出这一特点，通过对精湛技艺的展示，让异地观众在短
时间内就能领略福建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福建地域文化展的当代表达

在文旅融合背景下，福建地域文化展览无需拘泥于
特定历史时期的主题呈现，通古贯今同样是展览叙事的
一种思路。如 2023年 6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福建省文
物局联合主办的“凤鸣于溪——安溪历史文化展”，展览
共分为“溪水流长”“茶韵香悠”“藤姿铁艺”“民俗乡情”四
大单元，不仅展示了安溪县的悠久历史与茶文化，还进一
步展现了新时代下这座古老县城的崭新风貌和其卓越的
县域治理经验。展览结合“乡村振兴”主题，通过实物展示
与叙事相结合，增强了观众对福建地域文化现代发展的
认知与共鸣。

地域文化展览作为文化传承与展示的重要载体，在
当下社会背景与人文背景下，既面临着挑战，也孕育着无
限的发展机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交流和互鉴
日益频繁，地域文化展览在展示本地特色的同时，也需要
考虑如何与国际接轨，吸引更广泛的观众群体。这就为展
览策划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地域文化展览是传承与展示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格局的重要途径，在当下文化环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意义。地域文化展览应更加注重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
与联动。博物馆也可以思考本馆展览体系，通过举办联
合展览、文化交流活动等方式，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繁
荣发展。

第二，地域文化展览在策划和实施过程中，需要深入
挖掘和呈现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这要求策展人员具备
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准确把握地域文
化的核心价值和精神内涵。同时，展览的呈现形式也需要
不断创新，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
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和沉浸式的观展体验。

第三，地域文化展览需要关注当下社会热点和人文
关切，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实现古为今用。此
外，地域文化展览还可以关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全
球性议题，通过文化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

通过深入挖掘地域文化的内涵，创新展览叙事表达
与形式呈现，相信博物馆策展人员将更好地满足观众的
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我国地域文化的传承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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苞谷粑、苞谷酒、苞谷两掺饭，玉米烙、玉
米汁、玉米胚芽油……走街串巷，最有儿时记
忆的点之一，莫过于转动在老爷爷手里那不
知何时就怦然炸响的“黑筒筒”。大人小孩，
捂着耳朵寻着味儿，站在盛满香气的麻袋旁，
将一张张笑脸塞得鼓鼓囊囊的，永远是人间
烟火味。对于成都的“好吃嘴儿”们，难得有
食物能像一粒苞谷花儿这般百变，且怎么变
都好吃——玉米，这一墨西哥先民经过漫长
驯化周期才收获的美妙物种，是其带给世界
的礼物。

然而，不同于成都有着岷江等母亲河的哺
育，墨西哥缺少大江大河，无论雨林还是戈壁，
都需要不一样的“灌溉解法”。后者如何兴利除
弊，不仅发展出发达的农业，并且诞生了精密
的天文历法、建筑壁画等艺术，成为美洲的文
明发祥地；前者又如何让“天府之国”不负“天
选之国”，四千年文明接续而来、强韧有力？

“寻踪美洲豹——墨西哥古代文明展”呈
现出两个区域动人的相似性——文明在适应
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塑着自身，其中水既是
缘起也是目的，是问题也是答案。

迎水：“美丽雨水”需要献祭

古人对雨水多有美称，甘霖、龙润、膏泽、
银竹等无不是对“好雨”极尽形容，诗圣杜甫
写于成都草堂的《春夜喜雨》也是人皆能颂。

太平洋的另一边，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
将绿色的玉珠、陶珠打磨串联，称之为“美丽
的雨水”，用在求雨的祭祀当中。“寻踪美洲豹
——墨西哥古代文明展”的头号展品便是这
套玉珠。

求雨意味着告别“逐水草而居”，以及农
业和定居生活的开始。

大约 9000 年前，墨西哥中部河谷一种原
始黍类进入先民视野，虽然一根玉米棒只有
2.5厘米，但或许是它美味又相对抗旱，于是获
得选择性培育——这场从渔猎采集到农业生
产的革命性转变带来美洲文明的崛起，玉米
粉、玉米饼、玉米粥、玉米酒……一张覆盖全
球的玉米版图也肇始于此。

但河谷地区以热带草原气候为主，年降
水量不到400毫米，这是满足玉米正常生长的
最低降水量（全生育期内不得少于350毫米），
并且 75%至 80%还集中在雨季。此外，由于缺
乏如亚马孙河这类蜿蜒的大江大河，水资源
多来自地下水等储存形式。

气候加上地形条件使得祈雨在墨西哥先民生产生活中极
为神圣且重要。雨神也成为出镜率最高、最易辨认的神祇：嘴有
獠牙，手持雷电，以及尤具辨识性的眼罩。事实上，除了阿兹特
克，雨神祭祀贯穿了墨西哥的其他古文明，如最早的奥尔梅克，
承前启后的特奥蒂瓦坎，以及集大成的玛雅等。

另外，玛雅文化里，在雨林遗址奇琴伊察，当地丰沛的降水
带来另一位地下水世界的守护者——美洲豹。作为中南美洲体
型最大的肉食动物，这只“大猫”几乎没有天敌，因而被视为力
量与勇气的象征，守护着泉眼、水井等水源和地下世界，故此美
洲豹图案也广泛出现在祭祀用品当中。

从“寻踪美洲豹”特展的展品中不难看出，雨神形象频频出

现在壁画及锅、瓶、罐等祭祀容器上；豹形石雕、
豹爪陶杯、立豹神灵香炉架均是墨西哥先民安
抚超自然力量，以期获得祝佑的生动体现。

驭水：苞谷结穗文明结实

在墨西哥阿兹特克谷地湖区，人们开垦沼
泽增加耕地面积，玉米产量高于普通农田 2倍，
一年最多可收获 7次。在丰饶的物产下，墨西哥
文明在建筑壁画、天文历法等诸多领域结出硕
果。展览中可看到，作为生命与富裕的象征，玉
米图案频频用在各种祭祀仪式场景以及世俗器
物当中。

17世纪末，玉米传入四川，这种适合旱田和
山地的高产作物，很快得到广泛的种植和推广。
随着人口增长，更多田地被开垦，对灌排水利的
要求始终很高。

成都水利可追溯到约 4000 年前的宝墩时
期。春秋后期，由单纯的防水、排水逐渐向引水
灌溉的系统工程发展；战国时期，都江堰建成，
为成都成为“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
无荒年”的天府之国奠定了基础。

《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认
为，各大洲不同的历史轨迹，一方面是由于自然
环境以及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不同，一方面是孤
立程度的差异。无论是旱地作物为主的年均400
毫米降雨的热带草原区，还是水稻为主的年均
800毫米降雨的亚热带季风区，文明的诞生与发
展无不被地理气候等环境因素所左右，其中相
当的篇幅是与水的“相爱相杀”。

因水而兴，就水而荣。2010年天府汉碑《裴
君碑》出土，赫然写有“蜀承汏水，缉熙极敬。列
备五都，众致珍怪……”，明证了在两千年前的
巍巍大汉，成都凭借其优渥的自然条件和文治
武功，便已和洛阳、邯郸、临淄、宛城组成了当时
的“一线城市”阵营。

据考证，都江堰在西汉时灌溉面积近 50万
亩，到民国时达到271.95万亩，如今则超过1000
万亩。当承载社会经济人口的水利、耕地等物理
条件稳定中有改善时，人口繁衍、城市稳固，文
明得以进一步扩大和发展：从雄踞西南的古蜀
王国到汉代的“名列五都”、唐代的“扬一益二”，
再到当下具有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的国际都
市，文明无不依托于水对万物的润泽，“天府之
国”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天选之国”。

长江水系和纵横的内陆水网带来的不仅是
便利的灌溉，也作为交通网使成都成为古代丝

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参与到亚欧非板块下各地区的人员、物质、
文化的交流往来中：西汉时畅销西域的邛杖、蜀布，南海番禺的
蜀枸酱，抑或屡见于海外的邛窑瓷器，这些“成都造”是文明的
先遣兵，是友好、开放的信使。

如今，各大洲文明早非孤立存在，人们既可以在成都品尝
到墨西哥传统美食Taco，也能够在墨西哥买到来自中国的玉米
加工品，这粒苞谷花实现了“买全球和卖全球”的闭环。

从马德雷山脉到四川盆地，从美洲豹到大熊猫，从金字塔
到都江堰，放在比较的视域，我们看到文明各自的特异性，更看
到历史中的普遍模式。在过去，这种“历史范式”构成文化间的
惺惺相惜，在将来，它仍将是墨西哥文化和天府文化互促互鉴、
生生不息的助力与动力。

福建地域文化的异地展示
——中国国家博物馆相关展览策展实践

李雪

一粒苞谷花儿的奇妙旅程
王立

雨神特拉洛克陶像
古典时期晚期
（公元600年至900年）
韦拉克鲁斯中部文化
哈拉帕人类学博物馆藏

祭祀用豹爪形陶杯
古典时期（公元200年至900年）
萨波特克文化
卡洛斯·裴里瑟·卡玛拉人类学
博物馆藏

裴君碑 东汉（25年至220年）
成都东御街出土

“源·缘——闽台艺术展”余冠辰/摄

“格物匠心——福建传统工艺展”中“艺蕴百态”单元 余冠辰/摄

（上接7版）
“鎏金五铢”铜钱（图3） 直径 26 毫

米，穿径10毫米，重5克，表面鎏金脱落严
重，圆形方孔，有内外廓，钱面篆书“五
铢”两字，右左横读，“五”字残缺，虽字迹
漫漶，但制作精美，边廓工整，钱文秀丽。
鎏金钱币通常是古代宫廷对一些具有特
殊身份的大臣和皇室成员的赏赐钱或纪
念钱，多出土于墓葬，更多的是体现墓主
人身份的物品。因其铸造不是以流通为目
的，故发行量极少，属罕见品。

西汉、东汉之交，由于王莽篡权，进行
多次币制改革，五铢钱制一度遭到破坏。
居摄二年（7）王莽即位前，进行了第一次
改革，下令于五铢钱外更铸大钱，文曰“大
泉五十”，又造“契刀五百”，错刀“一刀平
五千”，四品并行。这一时期的铸币特征是
出现内郭，郭宽肉厚，文字笔画线条丰满，
造型笃实，制作精整，是古代货币史上少
有的大面值货币。

“一刀平五千”铜钱（图4） 通体长
73毫米，币环直径 28毫米，穿径 13毫米，
重 20余克。又称金错刀，上为方穿圆形，
下为刀币形，整个形状类似一把钥匙，其
方穿上下用黄金镶嵌篆书“一刀”二字，磨
得较平，金光灿然，刀身铸有“平五千”三
篆字，和起来即为“一刀平五千”，由于“一
刀”二字是用黄金错成，故世称“金错刀”。
铸工精良，造型奇特，文字秀丽，为后世所
重。“一刀平五千”表示一个“金错刀”可值
五铢钱五千枚，当时黄金一斤值万钱，因
此，两个“金错刀”就可以换取黄金一斤。
这种大钱造成了通货膨胀，行之两年就废
止了。

“契刀五百”铜钱（图5） 通体长 78
毫米，直径 28毫米，穿径 12毫米，重约 45
克。其形状与“金错刀”类似，其环如大钱，
身形如刀，正面穿右篆文“契”穿左篆文

“刀”，币环的面和背内外皆有廓，下面刀
形中部近环处篆书“五百”阳文字体无错金。根据钱文定值，一
个“契刀”等于500枚五铢钱。

始建国元年（9），王莽废“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和“五
铢”，更作“大泉五十”与“小泉直一”并行。

“大泉五十”铜钱（图6）直径31毫米，穿径8毫米，圆形方
孔，有内外郭，钱文“大泉五十”字体精壮丰满。该钱币贯穿了王
莽币制改革的始终，由于行使时间长且允许郡国铸钱，故此钱
的版式特别多，大小不一，钱文虽均为小篆“大泉五十”四字直
读，但字画粗细不一，钱的形制大小、廓缘宽窄，穿孔大小都有

异同，铸造有厚重的，也有粗糙的，仅“大
泉”二字等写法多样。

天凤元年（14），罢大小钱，铸“货布”
“货泉”2种，制度简便，贬值缓和，实际上
是变相地恢复了五铢钱制，在铸币风格上
改变了第一阶段丰满笃实的特点，文字轮
廓十分纤秀，出现悬针篆，艺术性很高，这
也是莽钱中最成功的作品。

“大布黄千”铜钱（图7） 通长 56 毫
米，宽28毫米，重15克，平首方足，钱身呈
长方形，腰微内凹，首上有一圆穿，穿之两
面及钱两面都有周廓，圆穿下至裆有一道
凸起的直线，钱面模铸篆文“大布黄千”四
字右读，“黄”为“横”之省偏旁“木”，“横”
即“衡”“等于”之意，一枚即等于“小泉直
一”1000枚。该铜钱是王莽第三次币制改
革所推行的“宝货制”共五物六名二十八
品。五物指金、银、铜、龟、贝等币材，六名
是指“泉货”“贝货”“布货”“龟宝”“银货”

“黄金”。六名中就有 28种货币。“大布黄
千”是王莽始建国二年（10）所铸十布之最
大者，称之钱中的精品，铸造工艺精致，传
世数量较多。

“货泉”铜钱（图8） 直径 23 毫米左
右，穿径8毫米，重约2.3克，圆形方穿，有
内外廓，钱面模铸篆文“货泉”二字，“泉”
字直竖中断，笔画纤细，字体俊秀。是王莽
最后一次改革货币，废大泉、小泉改用货
泉，“货泉”重五铢值一。由于“货泉”与“汉
五铢”钱同重同值，很受欢迎，一直沿用至
东汉建武十六年（40）。据记载，东汉光武
帝刘秀起兵于南阳的白水县，“货泉”篆体
字拆开来读为“白水真人”四字，因此，刘
秀即位后，不但不废除王莽铸的“货泉”，
反而继续铸用长达16年。

“货布”铜钱（图9） 直径 20毫米，长
58毫米，质地精良，形体厚重，平首方足，
钱身似长方形腰微束，首有一圆穿，穿及
钱两面均有廓，穿及方裆间有一阳线，线

自右向左模铸篆文钱文“货布”二字，篆法纤细秀丽，刚中有柔，
为典型的悬针篆，堪称钱文书法中的上乘之作。其始铸于新莽
天凤元年（14），与“货泉”同时行用，“货布”值“货泉”25枚。

茂陵博物馆藏汉代钱币，其演变历程反映了中国货币发展
史上一次重大改革，由于汉武帝加强朝廷对社会经济的控制，
因此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从此钱币归于统一，
五铢钱则是中国古代流通时间最为长久、铸行数量最多、最为
成功的货币。王莽钱币把中国的金属铸造工艺发展到新的高
峰，同时对研究当时货币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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